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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

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面对世界大变局，主要大国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和复杂，其核

心内容之一是国际领导力竞争。 国际领导力融合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两大基本要

素，是主观因素与客观条件交互作用的结果。 作为新型大国，中国虽已在某些领域形

成国际领导力，但就更广泛领域和更高层次而言仍存在不足。 中国国际领导力的提升

需要通过外交领导力提升来实现，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外交领导力提升自然就

成为中国外交领导力提升的核心内容。 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变数与希望同在的当今

世界，中国共产党外交领导力提升的战略选择应当是：坚持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目标，

把促进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不结盟、“不打牌”；始终站在国

际道义制高点上，坚持正确义利观；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为世界谋大

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引领、协调、塑造和示范作用，积极推进外交体制机制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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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外交领导力竞争

外交领导力是外交行为体在跨国互动中形成的，其演进态势与世界形势及外交行

为体自身状况有关。 因此，探讨中国共产党外交领导力，首先必须明了当今世界的历

史方位和基本特点。

（一）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一重大判断，引发学术界和战略界的广泛关注。 同年 １２ 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强调，“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

告中，习近平又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①虽然报告未使用大变

局这一名词，但其关于世界现状及走向的判断与大变局一词在内涵上是一致的。 对于

何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②中国学术界已有多种阐释。 大体而言，不外乎从全球力

量对比变化、世界格局和世界秩序变迁、科技革命兴起及影响等几个变量着眼。③ 由

此形成的思考路径、得出的结论或判断无疑有一定价值，但未能触及当今世界大变局

的本质，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当今世界大变局为何在规模和影响两个维度上百年间前

所未有。 笔者认为，应当透过人类基本生存状态、全球发展格局和世界文明格局三个

维度所发生的“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描述、分析和预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之所

以如此，与上述三个维度的特性有关，即它们分别涉及社会分工、人类交往以及由两者

交互作用而体现出来的人类整体进步三大基本要素，因而它们是衡量世界变化规模和

影响的基本标准，也是解决人类生存和发展两大基本诉求的核心条件。

就人类生存状态而言，得益于第四次科技革命，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技术的发展势头强劲，在使人类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的同时，也使得当今“人类

生活的关联前所未有，同时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程度之深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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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５８ 页。
关于“百年”一词如何理解，中国学者有不同看法。 有学者认为，“百年”不是严格的时间界定，而是指着

眼于长远看问题。 有学者认为，“前所未有之大变局”至少有五个时间维度，即 ５００ 年、４００ 年、３００ 年、２００ 年和

１００ 年。 较多学者认为，“百年”是指 １９１７ 年至今的 １００ 余年的历史。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其更切合原命

题的真实含义。
中国学术界研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状况，参见朱锋：《近期学界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研究

综述》，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１９ 年第 ７ 期，第 ６—１２ 页。



所未有”。① 就发展模式而言，在整个 ２０ 世纪和 ２１ 世纪初叶，以盎格鲁—撒克逊文明

为基底的欧美国家或曰西方国家所采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模式，通过殖民化和

全球化两种途径，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时间似乎成了全世界唯一发展典范和人

类唯一正确发展方向；至于曾经具有局部重要影响并一度被视为可以同欧美发展模式

相抗衡的所谓“苏联模式”，终因绩效快速衰减特别是 １９９１ 年苏联解体而烟消云散。

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新兴经济体国家进入 ２１ 世纪后在经济领域的快速发展以及由

此形成的整体实力呈显著增强态势，特别是这些国家采取的有别于既往的发展模式，

不仅意味着全球力量对比乃至世界格局、世界秩序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同时意味着国

家发展模式并非欧美（也包括亚洲的日本）那些先发现代化国家所长期运营、着力倡

导甚至强行推销的那种发展模式为唯一或最优。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和 ２０２０ 年全

球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欧美国家所实施的一系列应对措施及其总体绩效进一步强

化了人们对这方面的认知。 换言之，国家发展模式已有了新的选项。② 由此，全球发

展格局乃至发展方向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选择包容性而不是排斥性的增长模式③日

益成为潮流。 因为只有这种增长模式才可以使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

国家、地区和人群，并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协调和共同发展，实现公平正义。 就人类文

明格局而言，中国和印度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发展成就和良好

发展势头，特别是两国战略契合点的不断增多、文化自信心几乎同步增强，意味着以两

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再次复兴。 而美国整体实力的相对衰落、对外行为模式日益由国

际主义向国家主义转化，欧盟内部不断升级的争吵和不断扩大的裂痕、跨大西洋关系

的日趋冷淡，特别是制度自信心和文化自信心的不断降低，使得近代以来长期占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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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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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５０９ 页。
正因为如此，习近平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取得的成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

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

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１０ 页。

美国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Ａ．罗宾逊的研究显示：一国所采取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决定了

该国的经济绩效，进而决定了它与其他国家在经济绩效上的差异。 两位学者将不同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用包

容性（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和汲取性（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ｖｅ）两个概念加以描绘和区分，认为包容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实现国家经济长

期增长的关键，汲取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但不可持续。 详见德隆·阿西莫

格鲁、詹姆斯·Ａ．罗宾逊著，李增刚译：《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应当指出

的是，胡锦涛、习近平均明确使用过“包容性发展”这一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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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文明格局主导地位的西方文明整体上继续衰落，影响力持续下降，①世界文明格局

进入相对均衡状态的可能性则显著增加，文明间平等相待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交流互鉴

已不再是愿景，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居高临下对待其他文明的傲慢心态和错误做法已

不再被忍受，而是遭到严厉批判和公开唾弃；在建立共同价值的基础上，能为关联度前

所未有的人类不同群体提供基本道德准则的全球伦理（ｇｌｏｂ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已不再被视为乌

托邦，而正在成为可能。 这样一种状态在世界历史上的确前所未有。 也因此，上述三

个方面的变化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②

确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大判断，对中国外交的意义重大而深远。 它明

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外交外部战略环境的新特点与新趋势：既面临“大变”

的确定性，又面临“向何处变”的不确定性。 中国外交既面临必须审慎应对的重大挑

战，同时也面临应当牢牢抓住的重大机遇。 就此而言，当今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掌握在

中国人自己手中，关键是做出正确选择以及在此基础上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

（二）国际领导力竞争是国家间竞争的核心内容

自国际关系产生以来，国家间竞争就是一种常态。③ 回溯历史不难发现，每次世

界大变局总是源于国家间发展不平衡，且总会在衍化过程中引发更为激烈的国际竞

争，区别只在于卷入竞争的主体及数量、竞争的内容以及结果有所不同。 就国际竞争

的内容而言，主要涉及国际领导权、全球关键地区和关键领域等多个方面、多种层次。

国际竞争的最终结果则是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实现战略平衡和秩序稳定。

世界大变局意味着世界整体发展方向存在多种可能性。 各种可能性对世界各国

的利害关系是大不一样的。 主要大国都希望自己能够在大变局中发挥引领作用，主动

驾驭而非被动应对大变局，从而使不确定性演化为对自身有利的确定性。 因此，国际

领导力竞争是主要大国身处世界大变局时彼此竞争的核心内容，获得甚至独占国际领

导力是主要大国的核心目标。 所谓国际领导力（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按照现实主

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观点，就是一国让他国接受其主导国际事务的地位的能力，是一国

物质生产优势相对直接的后果；按照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代表人物约翰·伊肯伯里

（Ｇ．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的界定，国际领导力是“一国为实现集体目标而使用自身权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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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有识之士日益强烈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这方面的最新案例是：２０２０ 年 ２ 月召开的慕尼黑国际安全

论坛将“西方缺失（ｗｅｓｔｎｅｓｓｌｅｓｓ）”设定为会议主题，意指西方阵营正变得不那么“西方”，当今世界也没那么“西
方”了，世界日益去西方化。 其中的焦虑感和失落感显而易见。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化，即未产生“世界历史性的”存在，自然称不上是“世
界大变局”。

国际关系的基本状态大体可用三个“ｃ”来概括，即竞争（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冲突（ｃｏｎｆｌｉｃｔ）与合作（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源组织协调集体行动的能力”，①其关键因素是权力和目的；而“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

国际领导力，是指特定国际行为体（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之间的引领性影响

力，或人类整体实践系统中主体性实践子系统间的引领性影响力”。② 上述三种关于

国际领导力的界定尽管存在明显差异，但至少有两个共同点：（１）国际领导力是在国

际互动中形成的，与集体行动有关；（２）国际领导力是一种综合能力，融合了实力与引

领性影响力两大基本要素，是主观愿望与客观条件交互作用的结果。

国际领导力具有多重属性。 首先是多样性，即在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的不同领域

都存在领导力问题。 其次是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既指不同国际行为体（通常是主

权国家或者说是主要大国）在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同一领域的领导力存在差异，比如

美国和英国、法国、德国同为北约成员国，但它们在该组织中的领导力显然是不一样

的；也指同一国际行为体（通常是主要大国）在国际关系和全球国际事务不同领域中

的领导力存在差异，比如德国在欧盟中的领导力与其在全球层次上的领导力就有明显

差异。 最后是相对独立性，也就是说，一国国际领导力的上升与下降与该国国家实力

和国际地位的上升和下降并不完全同步。 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已成为事

实上的世界头号强国，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从大英帝国手中接过领导世

界的权杖。③

二　 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亟须强化外交领导力

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已是客观事实。 它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时发生并

交互作用，从而对中国外交提出了新的目标和任务。
（一）当今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所谓“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无疑意味着成为世界核心国家或主要大国。 从世界

历史看，任何一个被视为世界核心的国家或主要大国，除了必须拥有相当面积的疆域、

一定数量的人口之外，还必须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强大的

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 从疆域和人口两个要素看，中国可以与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出

现过的任何核心国家或主要大国相媲美；如将上述两个要素结合起来，甚至可以说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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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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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１１１， Ｎｏ．３，
１９９６， ｐｐ．３８７－３８８．

陈鹏、奚洁人：《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国际领导力问题探析》，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第
１７ 页。

参见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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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比。 因此，论证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主要应涉及中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

力和全球竞争力与影响力。

中国经济实力已稳居世界前列。 无论持何种衡量综合国力的标准，经济实力都构

成国家实力的核心要素。 纵览国际关系史，一国要走近或者居于世界舞台中央，一定

要先成为全球经济中一种构成性乃至领导性力量。① 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 ２１

世纪后，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 ２０１９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为 ９９０８６５

亿元人民币，连续第 １０ 年居世界第二位，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 １６％左右。 按年均汇率

折算，中国经济总量已达 １４．４ 万亿美元，与日、德、英、法四大发达国家的 ＧＤＰ 之和大

体相当。② 中国也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服务贸易国，是全球近 １３０

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 中国对外投资总量已超过吸引外资

总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多年超过 ３０％。

中国已具备较强的军事实力，能为国际社会提供较多公共安全产品。 中国的社会

主义国家性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及“和为贵”的文

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必然选择防御性国防政策。 但全球战略格局的深刻变化，国家安全

面临的多元、复杂的风险挑战，又使建设同自身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相适应的稳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 目前，中国的国防费规模已居世

界第二位，军队组织架构和力量体系也已实现革命性重塑。 中国积极参加国际维和、

海上护航、人道主义救援等行动，加强国际军控和防扩散的国际合作，建设性参与国际

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与相关国家共同维护国际通道安全，与国际社会合力应对恐怖

主义、网络安全、重大自然灾害等全球性挑战。 总之，日益强大的中国军队始终“是维

护世界和平稳定、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力量”。③

中国的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已大幅增强。 全球竞争力④是全球影响力的来源之

一。 自 １９７９ 年世界经济论坛开始对各国竞争力进行评估和排名以来，中国的全球竞

争力排名不断提高。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 ２０１９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全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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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近代以来的大国兴衰史和世界经济史，就可以很容易得出这样的判断。 参见保罗·肯尼迪著，陈景

彪等译：《大国的兴衰》，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盖尔·伦德斯塔德著，张云雷译：《大国博弈》，北京：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安格斯·麦迪逊著，伍晓鹰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宁吉喆：《中国经济再写新篇章》，载《中国信息报》，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４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防》，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１２ 页。
由夏威尔·萨拉·伊·马丁教授设计、２００４ 年首次使用的全球竞争力指数（ＧＣＩ）可用于衡量一国中长

期经济持续增长能力。 ＧＣＩ 由 １２ 个支柱项目构成，包括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稳定性、健康与初等教育、高等

教育与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市场效率、金融市场成熟性、技术设备、市场规模、商务成熟性和创新。



排名第 ２８ 位，是最具竞争力的新兴市场国家之一，且在市场规模、宏观经济稳定性和

创新能力等关键指标上得分靠前，在信息技术等重要领域的表现与主要由发达经济体

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成员不相上下。 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影

响力也在不断提升。 ２０１８ 年，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为 ４．４５％，在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的投票权为 ６．０９％，均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列第三位。 此外，中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ＡＩＩＢ）、新开发银行（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等新建国际金融机构中占有重

要地位。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①

总之，中国的幅员、人口、经济和军事实力特别是发展潜力、日益增长的全球竞争力

和影响力，加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华文明悠久辉煌的特质，②使得中国快速发

展在国际关系、世界历史和文明史三个方面的意义均十分重大。③ 就此而言，日益走

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的确是引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变量之一。

（二）快速发展的中国亟须强化国际领导力

中国是一个大国，但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大国（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而是新型大国（ｎｅｗ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ｍａｊｏｒ⁃ｃｏｕｎｔｒｙ）。 为有力论证这一判断，理论思想史的简要回顾和概念诠释是必要的。

何谓大国，学术界和战略界历来存在不同看法。 不少西方学者和战略家都曾对大

国做过界定。 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Ｌｅｏｐｏｌｄ ｖｏｎ Ｒａｎｋｅ）专门写过一篇题为

《大国》（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ｓ）的文章，认为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抵制其他国家的威胁，甚

至不怕所有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对付自己，那么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国。 正如英国学派

代表人物赫德利·布尔（Ｈｅｄｌｅｙ Ｂｕｌｌ）批评的那样，兰克关于大国的定义是含混不清

的。 布尔认为，当人们说到大国的时候，表达了三种意思：一是指两个以上地位具有可

比性的国家；二是指被称为大国的国家在军事实力方面占据一流地位；三是指其他国

家承认大国拥有某些特殊权利与义务，或者大国的领导人和人民认为本国拥有这样的

权利与义务。 依据这些标准，布尔将当时的美国、苏联和中国视为大国，而将日本算作

潜在大国。④ 布尔之所以将当时的中国列为大国俱乐部成员之一，理由是：“中国是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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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联合国 １５ 个机构中，目前就有 ４ 位中国公民担任主要负责人。
赵汀阳极具创造性地将中华文明概括为“旋涡模式”，认为“旋涡效应的关键在于它的持续向心力” “中

国的精神世界以历史为刻度，一切存在的意义都在历史中展开”“中国存在之本在于其变在的方法论”。 这些显

然都是中华文明的特质。 参见赵汀阳：《惠此中国》，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４９—５０、２７—２８、１３８ 页。
关于中国复兴的文明史意义，参见王存刚：《文明史视野中的中国复兴》，载《当代世界》，２０１７ 年第 ７ 期，

第 ２３—２５ 页；彼得·卡赞斯坦著，魏玲等译：《中国化与中国崛起：超越东西方的文明进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 ２０１８ 年版。
参见赫德利·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７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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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外援助的提供国，而且最重要的是，愿意在平等的

基础上与美国达成政治协议。”①基于不同理论取向，更重要的是基于对国家在国际体

系中所谓不同位置和国家利益的不同认识，直到今天“大国俱乐部成员的构成标准和

行动标准还不清晰”。②

对于何谓大国以及中国是否为大国也即中国的国家身份（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等问题，中国

共产党的政治领袖们有着独特且深嵌辩证法的精辟阐释。 １９５４ 年 １２ 月，毛泽东在会

见缅甸首相吴努（Ｕ Ｎｕ）时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国，原因就是人口多，地方大，但是并

不强。”１９５６ 年 ４ 月，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驻华大使时重申了上述观点。 同月，在《论十

大关系》这一著名讲话中，毛泽东更为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国家身份的两重性：“工业不

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

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１９５７ 年 １１ 月，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

人党代表会议的发言中，毛泽东再次指出：“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一个大国，从

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一个小国。”③毛泽东晚年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特别是对于中国属

于第三世界的宣示，同样折射出他对大国内涵以及中国大国身份的独特理解。 邓小平

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大国观。 １９８１ 年 １ 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针对当时美

国报刊和一些人宣扬“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是一个不

值得重视的国家”的观点指出：“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对世界力量对比

的判断问题。 至于说我们穷呀弱呀，我们历来不回避，我们向来这样讲。 中国有它的

长处，就是地方大、人多……我们有‘块头大’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不信邪。”④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邓小平在会见马尔代夫总统穆蒙·阿卜杜勒·加尧姆 （Ｍａｕｍｏｏｎ Ａｂｄｕｌ

Ｇａｙｏｏｍ）时说：“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一个小国。 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 所

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不过三百美元。 中国

是名副其实的小国，但是又可以说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大国。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中国算一个。”⑤１９８５ 年 ６ 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又说：“世界上

都在说苏、美、中‘大三角’。 我们不讲这个话，我们对自己力量的估计是清醒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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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第 １７３ 页。
马丁·格里菲斯、特里·奥卡拉格汉、史蒂芬·罗奇著，朱丹丹译：《国际关系关键概念》，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３０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

社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１９３、２３３—２３４、２３８、２９６ 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３７６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９４ 页。



我们也相信中国在国际事务里面是有足够分量的。”①１９９０ 年 ３ 月，邓小平强调：“世界

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中国算一极，怎么样也算一极。”②总

之，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看来，中国始终是一个大国，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人
口众多、市场广大和 ＧＤＰ 总量较大，也因为中国拥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在国际

安全与稳定方面具有特殊重要性、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具有“不怕鬼不信邪”的
独特精神气质。③

总之，所谓大国，既指规模，包括幅员、人口、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等，也就是通常

所说的“硬实力（ｈａｒｄ ｐｏｗｅｒ）”，也指影响力、塑造力、引领力和领导力，即“软实力（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两大方面实力之和构成国家总体实力。 当然，对于不同的大国来说，两方面

实力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传统意义上的大国更强调硬实力。 所谓新型大国，显然应该

与传统意义上的大国有所区别，也就是要更强调软实力。

之所以将中国称为新型大国，其主要理由是：中国不是也始终无意成为霸权国。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历任中国主要领导人均明确且反复

宣示：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永远不称霸。 １９５６ 年 １１ 月，毛泽东在题为

《纪念孙中山先生》的短文中郑重指出：“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
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④１９６１ 年 ９ 月，英国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Ｂｅｒｎａｒｄ Ｌａｗ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来华面会毛泽东时曾意味深长地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意
思是过了 ５０ 年中国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别的国家，５０ 年内则不会。 毛泽东

明确回应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

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⑤直到晚年，毛泽东仍明确把

“不称霸”列为中国的基本国策。 邓小平坚定继承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他的关于中国

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张，是与强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联系起

来的。 １９７８ 年 ５ 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明确指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

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称霸。”即使将来中国发展了，“如果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

能实行霸权主义，仍然属于第三世界。 如果那时中国翘起尾巴来了，在世界上称王称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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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１２８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３５３ 页。
２０１９ 年发表的《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继承了毛泽东和邓小平大国观的精髓。 该白皮书写道：

“大国之大，不在于体量大、块头大、拳头大，而在于胸襟大、格局大、担当大。”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４６ 页。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１５７ 页。 这里的“大国主义”是“霸权主义”的

另一种说法。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３０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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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手画脚，那就会把自己开除出第三世界的‘界籍’，肯定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他还特别强调：“这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制定的对外政策，我们要用来教育子孙后

代。”①其后，江泽民、胡锦涛以不同话语诠释了这一基本国策的内涵，并切实予以践

行。 由此，习近平总结性地指出：“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

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 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

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

之中。”这方面最有力的证据是：“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也因此，“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

辑”。② 可以确认中国抱持不称霸意愿的另一个有力例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均明确载入反对霸权主义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内容。

这些内容是具有强大政治约束力的。 回溯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史和世界政党史，没有

哪一个国家的政府和执政党坚持不懈地宣示这一点，并始终如一地做到这一点。 总

之，对于中国来说，反对霸权主义同时自己不称霸绝不是外交辞令或宣传口号，而是长

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作为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型大国，当今中国已经不是要不要强化国际领导

力的问题，而是必须进行更为有效、更高水平的国际领导力建设的问题。③ 这是一种

历史使命，也是一种国际担当。

中国的国际领导力建设已经取得积极进展。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关于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的倡议、关于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的倡议等在国

际关系实践中所产生的重大深远的影响，实际上就是中国国际领导力的体现。 但也应

当承认，这种国际领导力还是有限的、局部的，与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并不匹配。 这与

中国长期奉行的“不当头”策略有关。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哈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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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邓小平选集》（第二卷），第 １１２ 页。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 ８９、１０７ 页。
对于中国是否需要国际领导力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和战略界是存在争论的。 庞中英、赵可金、陈志敏等

明确主张中国需要国际领导力。 参见庞中英：《效果不彰的多边主义和国际领导力———简论中国在国际集体行动

中的领导责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第 ４—１８ 页；赵可金：《建设性领导与中国外交转型》，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第 ４２—５７ 页；陈志敏、周国荣：《国际领导与中国协进型领导角色的构建》，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第 １５—３４ 页。 海外学者对此表示质疑甚至明确反对。 美国耶鲁大学杰克逊

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就撰文认为中国“应该拒绝全球力量投射的诱惑”，ｈｔｔｐ： ／ ／ ｃｏｌｕｍｎ．ｃａｎ⁃
ｋａｏｘｉａｏｘｉ．ｃｏｍ ／ ｇ ／ ２０１７ ／ ０３２９ ／ １８２５０５０．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８ 日。 贺凯、冯惠云则认为，中国已经与美国

进行国际领导权竞争，参见贺凯、冯惠云：《领导权转移与全球治理：角色定位、制度制衡与亚投行》，载《国际政治

科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第 ３１—５９ 页；贺凯、冯惠云：《中美国际领导权的竞争和共享》，载《战略决策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第 ４０—４６ 页。



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Ｊａｖｉｅｒ Ｐｅｒｅｚ ｄｅ Ｃｕｅｌｌａｒ）的时候，针对国际社会关于“中国

是第三世界头头”的言论，明确指出：“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 搞霸权主义

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 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

虑。”①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针对第三世界有些国家希望

中国当头的建议，再次郑重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 这个头我

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 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 中国永远站在第三

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②邓小平的政治嘱托得到了很好的

贯彻。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到 ２１ 世纪初，中国始终奉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方针，③不

扛旗、不当头，尽管此时中国也已充分意识到自身“在国际舞台上不是无足轻重，是能

够并且应该有所作为的”。④ ２００８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把中国推到国际社会讨论和

处理重大国际问题的前台。 中国领导人既认识到“这是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国

际影响力上升的必然结果”，也认为这种状况“既使我们具有了处理重大国际经济问

题、应对重大国际经济挑战的更好条件，也使我国发展面临新的复杂形势”，因此，仍

然强调继续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继续埋头苦干，真正把自己做大做强，“贯彻坚

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⑤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特别是世界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向“奋发有为”转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力的观念进一步强化，⑥中国国际领导力

随之不断提升。⑦ 这具体体现在倡议并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多个方面。

毋庸讳言，由于观念、能力以及国际环境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当下的中国国际领导

力还存在诸多不足。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国际规则制定能力相对不足。 作为国际互动的行为规范，国际规则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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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４１６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３６３ 页。
江泽民和胡锦涛均系统阐述了中国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的必要性，参见《江泽民文选》（第二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２０２ 页；《胡锦涛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２３６—２３８ 页。
钱其琛：《深入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外交工作———在外交部“邓小平外交思想研讨

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载《外交学院学报》，１９９６ 年第 １ 期，第 ３ 页。
《胡锦涛文选》（第三卷），第 ２８５、４４０ 页。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５ 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

者、引领者，善于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

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参见《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ｈｔｔｐ： ／ ／ ｃｐｃ．
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 ｎ ／ ２０１４ ／ １２０７ ／ ｃ６４０９４－２６１６１９３０．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 日。

中国官方的表达为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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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各国特别是各大国的高度重视。 国际规则制定能力顺理成章地被视为国际领导

力的核心内容。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中国已经较深程度地融入了现有国际规则体系，

并且正在由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逐渐转变为国际规则的主动修订者和创设者，正

由国际规则中相关优惠规定的受益者，逐渐转变为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① 中国

国际规则制定能力虽有提高，但仍存在诸多不足。 仅就国际经济领域而言，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中，就有许多超越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应该承担

的义务而对中国明显不公平的条款，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所谓“特殊保障条款”以及在

贸易补救条款下的“非市场经济”地位。 总之，中国不仅承受着现行国际经济规则体

系下诸多不公平待遇，而且面临美欧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和战略诉求而利用“国际规

则”所实施的道义挤压。

第二，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相对不足。 “国际议程设置是相关行为体通过议题选择

与界定、冲突拓展与利益动员以及议程切入点的选择，最终将其关注的议题列入国际

议程的过程。”②国际议程设置能力也是一国是否真正掌握国际话语权、是否真正具有

国际领导力的重要指标。 近年来，中国在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方面已取得积极进展。 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 ２０１６ 年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 对此，习近平认

为：“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是近年来我国主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

深的国际峰会。 我们运用议题和议程设置主动权，打造亮点，突出特色，开出气势，形

成声势，引导峰会形成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引领性、机制性的成果……我们首次全面阐

述我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首次把创新作为核心成果，首次把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

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首次形成全球多边投资规则框架，首次发布气候变化问题主席

声明，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二十国集团议程，在二十国集团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中

国印记。”③尽管如此，当前中国在国际议程设置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 比如，

在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问题上，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 ２００９ 年就呼吁建立

超主权货币，以创造“与个别国家脱钩并能长期保持稳定的一种国际储备货币”。④ 但

由于当时人民币国际化刚刚起步，加之欧元走弱，因此，周小川的提案虽然得到一些新

兴经济体国家的响应，却很难成为正式国际议题，美元依旧充当全球通用货币，继续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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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如何应对国际规则”课题组：《中国应如何参与国际经济

规则制定？》，载《中国市场》，２０１２ 年第 ５０ 期，第 １９ 页。
韦宗友：《国际议程设置：一种初步分析框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１ 期，第 ３８ 页。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 ３８４ 页。
Ｚｈｏｕ Ｘｉａｏｃｈｕａ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２００９－

０３ ／ ２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７６１２８４７．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



受“嚣张的特权（ｅｘｏｒｂｉｔａｎｔ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

总之，中国已经拥有的国际影响力并不等于中国已经拥有的国际领导力，中国的

国际影响力也不会自动转化为国际领导力。 要实现这种转换，需要有主体、有意识、有

决心、有路径。

三　 提升中国共产党外交领导力的必要性

当代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一鲜明政治属性具有国内和国

际双重政治意义。 因此，探讨当代中国国际领导力，必然涉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问

题。 否则，相关探讨就是空泛的，也不符合客观事实。

（一）中国共产党的外交领导力是中国国际领导力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

文规定的，也是举世公认的客观事实。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反复强调：“领导我们事

业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①“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中国共产党”②“党政军民学，东

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③ 中国共产党通过法定程序使自己的主张成为国家意

志，通过政府机关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中国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社会意义。 对此，邓小平曾指出：

“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

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

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④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对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更为深入。 他指出，中国近

现代史已经充分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

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 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当

代中国的重大政治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华民族命运所系”。⑤

中国外交是中国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 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外交的领导是顺

·６１·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共产党外交领导力
􀪇􀪇􀪇􀪇􀪇􀪇􀪇􀪇􀪇􀪇􀪇􀪇􀪇􀪇􀪇􀪇􀪇􀪇􀪇􀪇􀪇􀪇􀪇􀪇􀪇􀪇􀪇􀪇􀪇􀪇􀪇􀪇􀪇􀪇􀪇􀪇􀪇􀪇

①
②
③

④
⑤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３５０ 页。
《习近平在学习〈胡锦涛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２０、３６ 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３４１—３４２ 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１８、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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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成章的。 中国共产党通过法定程序把自己关于外交的理念、理论、战略设计和政策

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①并通过对外工作体制机制加以落实。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外交

的领导是新中国外交的鲜明特色。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王毅在外交部建部 ７０ 周年纪念大

会的讲话中指出：“７０ 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党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中国外

交不变的灵魂。 我们的外交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外交事业，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外

交的最大政治优势，也是中国外交的最根本政治保障。”②因此，中国国际领导力必然

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外交领导力加以体现，并加以实现。

（二）外交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具有全面性和多维性。 具体地说，中国共产党在当今中国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众多领域，在内政和外交两方面均处于领导地位。 它通过提出

理念和理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统一思想、意志和行动。 中国外交在观念、政策和

行动等所有方面都统一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意志和行动。 在开放的中国与开

放的世界互动过程中，中国外交的使命就是要为开放的中国塑造良好国际环境、为世

界和平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在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任务是“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良好外部条件”。③

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具有世界政治意义。 这不仅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规模和影

响力，更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实践有着直接关系。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

政党。 我说过，大就要有大的样子。 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④为实现上述目标，中国共产党既广泛开

展政府外交，也深入开展政党外交。 目前，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 １６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 ４００ 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着经常性联系。 ２０１７ 年，在北京举行了中国共产党

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有来自 １２０ 多个国家近 ３００ 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共

６００ 多名中外方代表参加，与会政党数量和主办方的接待规格在世界政党交往史上前

所未有。 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日益走近世界政党舞台的中央，⑤其影响已远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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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次党代会报告中都有关于国际形势分析、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宣示两方面的内容。 这些具有鲜明原

则性的内容都会在中央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中加以具体体现。
《为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接续奋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 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ｙｊｈ ＿ ６７４９０６ ／

ｔ１７１４４８１．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９ 日。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 ５３８ 页。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 ５１３—５１４ 页。
《中联部部长宋涛回顾 ２０１９：中国共产党日益走近世界政党舞台中心》，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国国内，辐射至全球范围。

因此，中国国际领导力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外交领导力。 提升中国国际领导力，

必须首先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外交领导力。

四　 中国共产党外交领导力提升的战略选择

中国共产党外交领导力提升既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任务。 面对机遇与

挑战并存、变数与希望同在的当今世界，既要有战略规划，也要做艰苦细致的努力。

（一）坚持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目标

邓小平曾言简意赅地指出：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因此，发展

是硬道理。 对于新时代的中国而言，发展的核心依然是经济发展，具体表现为适当的

经济增长速度。 经济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实力始终是形成中国国际领导

力进而也是中国共产党外交领导力的关键要素。 戴维·兰普顿（Ｄａｖｉｄ Ｌａｍｐｔｏｎ）认

为，“中国一直将获得国家经济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的战略核心，非常明智。 经济这种

权力，既可被转化为强制性权力，也可被转化为软权力或观念性权力。 经济权力是最

有用、最可转换的权力形式”。①

中国必须与世界共同发展。 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已离不开中国。 这

同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依存度直接相关。 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在全球产业链

中同样占有重要位置，②成为持续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 没有与世界的共

同发展，中国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没有中国发展这一核心引擎，世界的发展也会失速

甚至停滞。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应当始终把促进国家发展视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促

进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放在对外工作的核心位置，始终从全人类高度看待和处理发展

问题，一如既往地为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为满足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做贡献。

这也是全面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尤其是不断提升其外交领导力的关键环节。

（二）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

大党大国外交总是独立自主的。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尤应

如此。 成为大党大国通常是因为其能够独立制定国内和国际日程、能够赢得国内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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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兰普顿：《中美关系中的力量与信任》，载《国际展望》，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第 ４４ 页。
数据显示，在 ２０ 个主要行业中，中国有 １７ 个行业的消费份额在全球总消费中占比超过 ２０％。 参见《中

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巩固》，载《２１ 世纪经济报道》，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７ 日。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

际上对其内外政策的支持与赞同、能够影响政策实施过程并有效协调初衷与结果、能
够避免出现无效或南辕北辙的政策。① 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对坚持独立自主外交

原则的重要性有着深刻认识和精辟阐述。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

备会上的讲话中庄严宣告：“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

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②赓续

这一精神，此后的三十余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工作中既秉持国际主义理念，又突出

强调独立自主品质，③并同大党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 １９８２ 年 ９ 月，邓小

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郑重申明：“中国的事情要按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

人自己的力量来办。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

点。”④党的十二大报告则明确提出“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

务”的党际交往四原则，并正式写入中国共产党的章程。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习近平在主持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
决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 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

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⑤ 其后，习近平又多次重申了这

一原则，并提出了“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

新型政党关系”的主张，⑥继承和发展了党际交往四原则。 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中国共

产党所领导的政府外交战胜了诸多艰难险阻，打赢了不少大仗硬仗，办成了不少大事

难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国际信誉也因此空前提升。 这些

宝贵历史经验值得永远记取。
在新时代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意味着彻底的不结盟。 尽管面临守成大国的围追堵

截、部分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信任或认同不足、国际舆论环境不尽友善等复杂严峻的外

部战略环境，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仍须恪守不结盟原则，在发展党际关系及国家关系

中不针对第三党、第三国，不与任何政党、任何国家结盟或建立准结盟关系，以确保外

交上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任何形式的结盟主张都是不负责的，付诸实践也肯定是有害

的。 中国共产党应当在求同存异原则指导下，敞开胸襟、广交朋友、厚植人脉、普施善

意，努力建成遍布全球、形式多样、相互尊重、稳定和谐的党际关系网络，以争取世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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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戴维·蓝普顿著，姚芸竹译：《中国力量的三面———军力、财力和智力》，北京：新华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版，第 １０ 页。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１４６５ 页。
参见宋涛：《不断推进党的对外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８ 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３ 页。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 ３ 页。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 ５１３ 页。



国政党、政治组织和普通民众对中国梦的普遍理解和有力支持，并使它们充分了解中

国共产党追求的既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各国人民共同的福祉。

在新时代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还意味着在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中“不打牌”。 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既不要打别人的牌，也绝不允许别人打自己的牌。 从历史上看，处

理对外事务中的打牌策略，实质上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 而机会主义是以牺牲长远、

全局的利益，换得暂时、局部的利益，结果是十分有害的，因而也是必须坚决加以反

对的。

（三）始终站在国际道义制高点

对于大党、大国来说，是否拥有为世界其他政党和国家所认可的国际道义形象，是

否遵循国际规范、遵循怎样的国际规范，①事关重大。 仅靠“地大国富，人众兵强”，只

是具备了成为大党、大国的物质条件，如果操作失当，甚至有可能“与危亡为邻矣”。②

只有“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并且“德礼不易”，才能“无人不怀”。③

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应当始终坚守国际道义。 对外交史极为熟稔的亨利·基

辛格（Ｈｅｎｒｙ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曾写道：“几乎是某种自然规律，每一世纪似乎总会出现一个

有实力、有意志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希图根据其本身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

系的国家。”④很显然，基辛格在这里提出了成为主要大国的四个指标，道德就是其中

之一。 从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看，主要大国如果不能站在道义制高点上或者丧失了

道义制高点，其结果只能是出局。 作为具有远大抱负的新型大国，中国的对外行为

应当展现鲜明的道德属性，任何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的理念和做法都是十分有害的。

而中国对外行为的道德属性只能由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赋予并在实践中加以

体现。

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应当明确提出并切实践行中国外交核心价值观和国际正义

观。 这也是始终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的必然要求。 其中，中国外交核心价值观既应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衔接，以保持内外价值的统一；又应与人类共同价值相吻合，以

保持与人类文明进步总体方向的一致。 中国的国际正义观既应当符合马克思主义国

际正义观，并从中国传统正义观中汲取合理成分，以保持其政治正当性及历史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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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的一项研究显示：“主导国的每一次具体行为可能分别遵循了实力规范、道义规范或双重标准规

范，但总体的对外政策是以遵循其中一种规范为主的。”参见阎学通：《国际领导与国际规范的演化》，载《国际政

治科学》，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第 ８ 页。
《管子》（上），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２７４ 页。
《左传》（上册），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３５８ 页。
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口：海南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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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必须符合国际公认的正义标准，以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和广泛尊重。① 新时代

的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外交核心价值观和国际正义观，那就是习近平提出的正确义利

观。 正确义利观既适用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也适用于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其

他政党的关系。

（四）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对未来世界的构想引领自身努力方向，并提供前行的动力和克服困难的勇

气。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对未来世界有构想的政党，并为此不懈努

力。 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未来世界的宏大构想。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载入《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它是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庄严承诺，也是中国对世界各国的庄严承诺。

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外交正朝着这一伟大目标持续努力，并日益获得国际社会的认

同和尊重。

如同人类历史上所有梦想一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实现世界大同的道路肯

定是漫长而曲折的，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需要做多领域、多层次的扎实工作。 对此，

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十分清醒的认知。 习近平已经向中国共产党人发出号召：“我们不

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②

（五）着意增强在国际事务中引导、协调、塑造和示范的能力

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几乎同步发生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既推动着国际体系和国

际秩序转型，也推动着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 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要提升国

际领导力，中国共产党要提升自身外交领导力，应当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转型中、在

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中有新的更大的作为，发挥越来越大的引领作用，为不确定的世

界寻找到确定的方向。 这种作用不仅包括通过政府外交途径向国际社会持续贡献中

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还包括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规则制定能力和国际议程设

置能力（这两种能力都无法规避领导权问题）。③ 中国共产党应当通过政府外交途径，

在努力维护联合国在全球发展、安全和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基础上，积极支持各种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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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外交核心价值观的讨论，参见王存刚：《论中国外交核心价值观》，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第 ４—２０ 页；关于中国国际正义观的讨论，参见王存刚：《论当代中国的国际正义理念》，载《世界经济

与政治》，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０ 期，第 ９４—１１３ 页。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５８ 页。 在 ２０１７ 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的主旨讲话中，习
近平又向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出了类似倡议，参见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
５１３ 页。

参见陈琪、管传靖：《国际制度设计的领导权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 年第 ８ 期，第 ４—２８ 页。



组织的平台机制化建设，特别是要积极推动构建新的具有合法性、包容性、①有效性的

国际机制；在重大国际议题上主动出击，充分发挥引导、协调、塑造和示范作用，并愿意

承担相应成本。

鉴于现代政治特别是国内政治的基本特点以及政党外交在全球外交格局和国家

总体外交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还应在协调好与政府外交关

系的基础上，创新外交理念和外交形式，既善于做其他国家大党、执政党和精英的工

作，又要深耕与小党、在野党和草根的关系，在全球政党互动中更好地发挥引领、协调、

示范和塑造的作用，并以建设新型政党关系推动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与世界其他政党

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为各国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六）积极推进党和国家外交体制机制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外交领导力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导源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新时代中国外交体制机制的完善程度和运行绩效直接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外交领导力

的高低。 中国共产党应当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深化党

和国家外交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建设，加强各类涉外部门、驻外机构党的组织建设，进一

步完善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且规范高效的对外工作大格局，更好地落实“党管外交”

这一根本原则，更充分地体现当代中国外交的基本属性。 与此同时，要更加重视涉外

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做好高端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

更广范围、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事务和外交活动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新时代提升中国共产党外交领导力的基础工程是党的全面领导力建设，通过固根

基、补短板、重创新等途径，更好地发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并将其更

好地转化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和外交事务中引领、协调、示范和塑造的效能。

（截稿：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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